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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治理精细化应建立在对现有社会治理水平的科学测度与分析的基础上。构建

了一个包括社会保障治理、社会安全治理、公共服务治理和社会参与治理四个一级指数在内的社

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4年全国29个省域的截面数据,采用TOPSIS模型对我国省域社会

治理水平进行了测度,划分了区域等级,并对社会治理水平子系统的协调度进行测算与分类。研

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治理总体水平较低,且省域、区域间差异较大;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社会治理

水平呈现广口“U”型特征;省域间社会治理水平呈现“葫芦”型非均衡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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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finementofsocialgovernanceshouldbebasedontheexistinglevel
ofsocialgovernancescientificmeasurementandanalysis.Firstly,anevaluation
indexsystemofsocialgovernancewasconstructed,whichincludessocialsecurity
governance,socialsafety governance,public service governanc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governance.Secondly,basedonthecross-sectionaldatafrom 29
differentprovinces,thelevelofsocialgovernanceinChinawasmeasuredbyusing
theTOPSISmodeltodividetheregionallevelsandanalyzethecoordinationdegree
ofsocialgovernancelevelsubsystems.Theresultsindicatedthattheoveralllevelof
socialgovernanceisrelativelylowanddiffersgreatlyamongdifferentregionsand
provincescharacterizedbytheletter“U”withawideopeningintheeastregion,
westernregionandmiddleregion,andtheunbalancedgourd-shapeddevelopmentis
characteristicoftheprovinciallevelofsocial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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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后,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逐

步推进,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不是

传统到现代的单一转型,而是一种“传统向现代、
计划向市场”的双重转型,既有结构嬗变和体制转



轨的同步演进,也有多元非均衡同期存在、发展的

现实[1],这些都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社会

治理水平亟需提升。从实践来看,政界和学界一

直对社会治理较为关注,对社会治理的规律认识

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改进社会治理方

式,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一直是被关注的中心议

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创

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旨在提升社会治理水平;2015年12月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精

细化,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和层次。这标志

着党和政府开始认识到传统粗放型社会管理模式

已不再适应新的时代背景,社会治理精细化将成

为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毋庸置疑,社会治理

精细化并不仅仅是涉及到技术和方法层面的革

新,而且涉及到从理念、方法、技术到制度、模式的

全面革新,也是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推进离不开对社会

治理水平的科学测度与分析,也只有深入把握区

域社会治理的量化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为精细

化社会治理的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的实现提供实践和数据上的支撑。
国外学界对治理评价关注由来已久,认为治

理的主体应多元化,主体行为应坚持效率、责任、
民主等标准[2],治理评价应从行政体系、行政过

程和政策结果三方面进行[3],但这些研究大多基

于宏观层面,将社会治理视为治理的组成部分而

进行的。而直接从微观层面对社会治理水平测度

的研究并不多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以城市、社区等微观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构

建若干指标对其社会治理水平进行评估,如城市

社会治理模式效果评估[4]、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水

平评估[5]等,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

评价指标体系;二是以公众、家庭等微观主体为

研究对象,通过若干指标或指标体系对公众的医

疗健康治理水平、就业与职业治理水平、社会公平

与个人安全治理水平、社会机会和参与治理水平

等进行评价[67]。国内学界对社会治理水平评价

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定量测度与分析的研究并

不多见,为数不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①
侧重于政府绩效评估的角度,对政府社会治理职

能绩效水平和治理能力进行测度分析,认为现有

政府社会治理职能绩效水平较低,治理能力有待

提升,并据此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89],这类

研究往往只关注政府这一主体,对公众和社会组

织等主体关注较少;②侧重于多元主体绩效评估

的角度,探究社会治理的区域、省域间的非均衡

发展特征,认为我国现有社会治理存在总体分布

不均衡、各区域绩效不均衡、各职能领域绩效不均

衡、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等特征[1012]。还

有学者基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

求,探索社会治理水平的测度[1314],关注社会治

理评价的主观性指标,如公平感、满意度和幸福

感等[1517]。
不过从总体上看,现有研究仍呈现出两大不

足:一是国外相关研究更多偏向政策评估,以定性

研究和案例研究为主,较少涉及到模型建构等定

量研究。二是国内相关研究更多关注政府这一主

体,对公众和社会组织等主体关注较少;关注社

会保障、社会安全、公共服务等传统领域居多,对
社会参与等领域关注较少。

一、省域社会治理水平评价

指标体系的构建

  1.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目前学界对“社会治理”的界定存在分歧,代
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过程论视角,认为社会

治理(或管理)是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实施目标作

用的过程[18];二是内容论视角,认为社会治理是

多元主体参与的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
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

社会风险的管理活动[19]。本文则认为社会治理

是过程与内容的统一,是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在内

多元主体参与的协调社会关系、维护公共安全、提
供公共服务、保证社会参与的活动。不同时期的

社会治理有着不同的时代内涵,当前背景下社会

治理的价值取向是人的管理与服务,其目标具体

表现为人的生产、生活秩序的维护,人的权利保

障,人的利益实现与保障,可简化为三大目标:维
系秩序、保障权利和改善民生。社会治理的构成

要素是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设置的重要依据,
而构成要素的确定则与社会治理的三大目标密切

相关。
(1)维系秩序目标的实现依赖社会安全治理

和社会保障治理两方面。一是对扰乱社会秩序的

非正常社会事务的治理,如对刑事犯罪、社会治安

等的治理,这主要体现在社会安全治理方面;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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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可能增加社会治理风险的特殊人群、弱势群

体进行治理,这主要体现在涉及到社会保障中对

特殊人群、弱势群体的保障治理。
(2)保障权利目标的实现依赖公共服务治

理、社会保障治理和社会参与治理三方面。一是

对广大民众生存、生活等基本民生权利的保障,这
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治理、社会保障治理方面;二
是对广大民众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的保障,这主

要体现在社会参与治理方面,这也是区别于传统

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之一。
(3)改善民生目标的实现依赖公共服务治理

和社会保障治理两方面。一是对广大民众的生

活、生产的环境和条件进行改善,为公众提供更高

质量的公共服务,这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治理方

面;二是专门针对劳动人口和特殊人口的生活、生
产的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这主要是通过社会保障治理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当前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构成要素

可归纳为社会保障治理、社会安全治理、公共服务

治理和社会参与治理四方面,据此可对应设置四

个一级指数。

2.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①构建过程如下:首先根据一级指数

的内涵,制定选取原则和依据,采用专家咨询的方

法,确立二级指标,完成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其次

对指标体系进行经验性筛选,完成对指标的剔除处

理和合成处理;再次通过计算各个指标的变差系

数,设置临界值,完成对指标体系的鉴别力筛选;最
后依据专家打分的结果,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确定指标的权重,最终确定具体的指标体系。

由社会治理构成要素可知,社会治理指数是

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量化指标,治理水平的高低

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治理、社会安全治理、公共服

务治理和社会参与治理四个主要方面的治理水

平。其二级指数的选取如下。
(1)社会保障治理指数

从社会保障的内容出发,社会保障治理主要

包括社会保险治理、社会救济治理、社会福利治理

和社会优抚治理四方面。社会保障治理指数则是

衡量社会保障治理水平的量化指标,治理水平的

高低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
社会优抚四方面的治理水平。

  (2)社会安全治理指数

社会安全治理指数是一个合成指数,表示社

会安全的状态,具体是指衡量社会安全治理的四

个主要方面(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

产安全)的总体变化情况,是社会安全治理水平的

具体量化指标。社会安全治理指数的高低主要取

决于社会治安、交通安全、生活安全和生产安全四

方面的治理水平。
(3)公共服务治理指数

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和质量是衡量社会治理

水平的重要方面。由于公共服务的范畴较广,本
文在衡量公共服务治理水平时,选取了公共教育、
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公共就业四个最基本、
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治理指数则是衡量

公共服务治理水平的量化指标,治理水平高低主

要取决于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文化、公
共就业四方面的治理水平。

(4)社会参与治理指数

社会参与主要是指公众、社会组织、自治组织

等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现阶段我国公众主

要通过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社会

参与治理水平不仅是社会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

标,也是区别于传统社会管理的本质所在。社会

参与治理指数是衡量社会参与治理水平的量化指

标,治理水平高低主要从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参

与治理水平两方面体现。
最终指标体系见表1。

二、省域社会治理水平

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根据评价对象及相关数据结构的特征,
拟采用TOPSIS分析法。TOPSIS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简称TOPSIS)也被称为逼近理想解排

序法。该方法最早由 Wang和 Yoon提出,基本

原理是首先测算各个评价对象与正理想方案的相

对接近程度,然后以此为标准进行评价排序。其

基本步骤主要分为以下几步:①对原始数据矩阵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建立规范矩阵,无量纲化采用

的是均值化法;②结合专家打分结果,采用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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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加入指标权重,构造加权的

规范评价矩阵;③确定矩阵的正理想解向量和负

理想解向量,并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和负

理想解的距离;④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值的相

对接近度,接近度越高,表示评价对象的水平越

高,反之则越低[2021]。

  ① 基本社会保险只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项。

② 学校数和专任教师数包括普通小学、中学和高校三类。

③ 公共就业机构及职工数包括职业培训中心和技工学校两类。

④ 自治组织管理人员数主要是指自治单位的主任数。

⑤ 为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科学性,数据均来自国家和省(市、自治区)官方统计年鉴,西藏和青海因部分数据缺失而未列入。

表1 省域社会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数 二 级 指 数 选取层面 权 重

社

会

治

理

指

数

社会
保障
治理
指数

人均社会保障投入 经费投入 0.394
基本社会保险综合覆盖率① 社会保险 0.234
社会救济综合覆盖率 社会救济 0.124
万人社会福利机构数 社会福利 0.124
社会优抚综合覆盖率 社会优抚 0.124

0.250

社会
安全
治理
指数

人均社会安全投入 经费投入 0.429
万人刑事案件审结数 社会治安 0.143
万人交通事故数 交通安全 0.143
万人火灾事故数 生活安全 0.143
工伤事故死亡率 生产安全 0.143

0.250

公共
服务
治理
指数

人均公共服务投入 经费投入 0.291

万人学校数②

万人专任教师数
公共教育 0.061

0.116

万人公共医疗卫生机构数
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公共医疗卫生 0.061
0.116

万人公共文化机构数
万人公共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数

公共文化 0.061
0.116

万人公共就业机构数③

万人公共就业机构职工数
公共就业 0.061

0.116

0.250

社会
参与
治理
指数

人均社会组织增加值
万人社会组织数
万人社会组织职工数

社会组织参与
0.270
0.082
0.148

人均自治组织增加值
万人自治组织数
万人自治组织治理人员数④

自治组织参与
0.270
0.082
0.148

0.250

  1.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测算与描述性

统计分析

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相 关 数 据,借 助

SPSS22.0等软件,测算出2014年我国省域社会

治理水平,测算结果见表2⑤,描述性统计结果见

表3。
由表3可见,不论是社会治理指数,还是下面

四个一级指数的均值都较小,而全距、标准差和变

异系数均较大。这表明,2014年我国省域不论是

社会治理的总体水平,还是社会保障治理水平、社
会安全治理水平、公共服务治理水平、社会参与治

理水平均处于低层次,且省域间个体差异十分明

显,呈现出发展非均衡性特征。
相比较而言,在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四个主

要方面中,水平相对较高的是社会保障治理和社

会安全治理,其次是公共服务治理,水平相对较低

的则是社会参与治理;而从个体差异来看,差异最

大的是社会参与治理,其次是社会保障治理和公

共服务治理,差异最小的是社会安全治理。总之,
相比较而言,社会安全治理总体水平略高且省域

间差别较小,而社会参与治理总体水平较低且省

域间差别较大,这与我国当前社会治理对社会安

全治理的投入相对较多、社会参与治理关注较少

的现状存在较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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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测算

地 区 社会治理指数 社会保障治理指数 社会安全治理指数 公共服务治理指数 社会参与治理指数

北 京 62.97 59.07 52.68 57.06 69.52
上 海 61.45 63.05 50.14 63.41 60.01
浙 江 42.33 38.96 46.73 26.13 50.54
江 苏 36.29 40.08 31.61 29.37 49.41
广 东 31.35 14.21 38.69 21.11 37.51
山 东 30.19 30.10 32.11 24.78 35.57
天 津 27.10 42.58 43.38 45.79 21.02
重 庆 24.81 54.00 28.97 23.84 17.97
辽 宁 24.81 63.14 25.06 26.99 28.44
宁 夏 24.76 41.84 24.37 61.78 13.49
新 疆 24.40 35.37 31.45 39.55 10.82
内蒙古 22.96 45.88 28.02 33.88 12.51
海 南 22.93 32.72 33.18 26.86 10.08
安 徽 22.79 25.59 19.97 18.59 20.11
山 西 22.60 28.98 18.19 27.80 21.14
陕 西 22.59 35.24 18.05 33.58 16.88
云 南 22.41 35.48 41.43 21.50 13.27
湖 北 21.58 33.95 22.99 16.13 17.12
福 建 21.23 17.28 22.57 21.46 15.41
江 西 20.31 26.29 27.86 22.41 13.42
广 西 20.20 20.63 34.49 15.89 11.41
甘 肃 20.05 38.08 34.00 26.82 14.20
四 川 19.91 35.59 24.38 20.49 14.61
贵 州 19.84 30.63 44.54 17.01 12.74
河 北 19.30 22.80 29.55 19.08 14.28
湖 南 18.95 34.38 26.61 18.27 18.55
黑龙江 18.93 36.29 28.83 22.94 11.52
吉 林 16.98 42.81 21.74 27.10 9.07
河 南 15.74 26.93 34.54 17.63 10.53

表3 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的描述性统计

指  数 极大值 极小值 全距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社会治理指数  62.97 15.74 47.23 26.20 11.44 43.66
社会保障治理指数 63.14 14.21 48.93 36.27 12.29 33.87
社会安全治理指数 52.68 18.05 34.63 31.59 9.38 29.70
公共服务治理指数 63.41 15.89 47.52 28.53 13.11 45.94
社会参与治理指数 69.52 9.07 60.45 22.45 16.05 71.50

  2.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聚类分析与区

域等级划分

依据全国29省域的社会治理指数值,借助

SPSS22.0软件,采用快速聚类法进行聚类①分

析,可将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划分为三个区

域等级,具体见表4。
第一,区域等级Ⅰ社会治理水平较高。该层

级包括京、沪、浙、苏、粤、鲁6个省域。其中京沪

作为我国经济基础较好、综合发展实力较强的地

区,社会治理的相关投入较大,治理能力也较强,
治理水平相对较高;浙江和江苏地处经济发达地

区,社会保障治理、社会安全治理、公共服务治理

和社会参与治理水平均相对较高,尤其是社会参

与治理水平,因而社会治理整体水平也相对较高;
山东则凭借各项指标相对均衡而跻身第一集团;
广东作为我国流动人口输入第一大省②,庞大的

流动人口分享了社会治理资源,尤其是对于投入

型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来说,这种表现更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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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快速聚类分析(K-meanscluster),也称K-均值法,是聚类分析中使用较广的一种分析方法。其首先按照一定方法选取一批凝

聚点(聚心),再让样本向最近的凝聚点凝聚,形成初始分类,然后再按最近距离原则修改不合理的分类,直到合理为止。
据广东省公安厅公布的数据,2014年广东流动人口数量为全国最多,高达349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三成以上。



显,但广东的社会安全治理和社会参与治理水平 较高,二者的出色表现使其仍位列第一集团。

表4 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的区域等级划分①

层级 总体特征 省   域   分   布

区域等级Ⅰ 水平较高
东部(6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占总体的54.55%)
中部(0个)
西部(0个)

区域等级Ⅱ 水平一般
东部(3个):天津、辽宁、海南(占总体的27.27%)
中部(3个):安徽、山西、湖北(占总体的37.50%)
西部(6个):重庆、宁夏、新疆、内蒙古、陕西、云南(占总体的60.00%)

区域等级Ⅲ 水平较差
东部(2个):福建、河北(占总体的18.18%)
中部(5个):江西、湖南、黑龙江、吉林、河南(占总体的62.50%)
西部(4个):广西、甘肃、四川、贵州(占总体40.00%)

  第二,区域等级Ⅱ社会治理水平一般。该层

级包括津、渝、辽、宁、疆、蒙、琼、皖、晋、陕、滇、鄂。
其中津、渝、辽、宁、疆、蒙依次为全国第7~12名,
处于全国中偏上档次,但其指数得分与第一集团

相比,差距较为明显,其总体水平处于一般层级,
且大部分省域社会治理呈现出非均衡发展,如重

庆、辽宁、宁夏、内蒙古社会安全治理水平比较低,
新疆和内蒙古社会参与治理水平比较低。至于海

南、安徽、山西、陕西、云南、湖北等省份能跻身于

该区域等级,得益于其在某些方面的水平较高,如
海南、云南的社会安全治理水平、山西和陕西的公

共服务治理水平较高,安徽、山西和湖北的社会参

与治理水平较高。
第三,区域等级Ⅲ社会治理水平较差。该层

级包括闽、赣、桂、甘、川、黔、冀、湘、黑、吉和豫。
具体成因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甘肃、四川、河北、
湖南、黑龙江和吉林,这些省域主要是某一或两方

面水平较低而导致社会治理整体水平低下,如甘

肃的社会参与治理水平较低、四川的社会安全治

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治理水平较低、河北的社会保

障治理和公共服务治理水平较低、湖南的公共服

务治理水平较低、黑龙江的社会参与治理水平较

低、吉林的社会安全治理和社会参与治理水平较

低而导致整体水平不高;第二类,福建、江西、广
西、贵州和河南,这些地区主要是衡量社会治理水

平大部分方面(三个及以上方面)较低,呈现低平

衡而导致整体水平低下。
从区域等级分类结果来看,东部地区近55%

的省域集中在水平较高的区域等级Ⅰ,超过80%

的省份集中在区域等级Ⅱ及以上;中部地区超过

60%的省份集中在区域等级Ⅲ,即水平较低的区

域;而西部地区有60%以上的省(市、自治区)集
中在区域等级Ⅱ。这表明,2014年我国三大区域

间社会治理水平呈现出鲜明“东部较高、西部次

之、中部较低”的广口“U”型特征,即社会治理水

平东部远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地区。这一特

征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的“东部较高、中部

次之、西部较低”阶梯状特征不一致。形成这一特

征的可能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

东部地区不论是经济实力、社会治理投入力度,还
是社会治理能力,都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因而社会

治理水平也较高;二是中部地区虽然经济实力领

先于西部地区,社会治理投入总体力度较大,但作

为人口稠密地区,其庞大的人口分享相对有限的

资源,使得人均社会治理投入落后于西部地区;三
是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虽然处于最低,但其较少的

人口,加上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如对口支援、西
部大开发等),致使其人均社会治理投入相对较

高,社会治理水平也较中部地区高,出现经济与社

会治理水平倒挂的现象。这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

是影响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

因素,人口规模、政策也是重要影响因素。

3.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子系统协调度

测算及分类

社会治理水平评价系统是一个多子系统构成

的复合系统,系统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总体水

平的高低,也取决于子系统间的协调程度,因而有

必要引入协调度指标对子系统的协调程度A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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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国家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占总体的比重表示的是每一区域等级三大区域的省域数占各自区域省域总数的比重,比如

区域等级Ⅰ东部地区的省域数为6个,而东部地区省域总数为11个,因而占总体的比重为54.55%。



行考察,见式(1):

A=1-S
V

(1)

其中S、V 分别表示各子系统指数的平均值和标

准差,若A 越大,则表示各子系统之间协调程度

越高,反之则缺乏协调性[22]。测算结果见表5。
从表5可见,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子系

统总体协调度并不高,只有上海、北京、山东、安
徽、福建和山西的社会治理水平子系统的协调程

度较高,而其余省域子系统的协调程度相对较低。
但这只能说明社会治理水平子系统(社会保障治

理子系统、社会安全治理子系统、公共服务治理子

系统、社会参与治理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并
不能说明社会治理水平的协调程度,只有协调程

度与治理水平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科学评估社会

治理水平的协调程度。具体来说,社会治理水平

高且子系统协调程度高是社会治理水平的理想

型,社会治理水平低且子系统协调程度低是非理

想型,处于二者间的则是中间型(也称一般型)。
省域社会治理水平的分类结果见表6。

表5 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
子系统协调度及分类①

地区 协调度 分类

上海 0.9238 高

北京 0.9166 高

山东 0.8956 高

安徽 0.8926 高

福建 0.8522 高

山西 0.8184 高

江苏 0.8105 中

浙江 0.8018 中

江西 0.7964 中

河北 0.7784 中

天津 0.7752 中

湖南 0.7529 中

四川 0.7384 中

湖北 0.7373 中

甘肃 0.7254 中

地区 协调度 分类

海南 0.6960 中

黑龙江 0.6921 中

新疆 0.6847 中

内蒙古 0.6739 低

陕西 0.6733 低

广西 0.6625 低

重庆 0.6345 低

广东 0.6334 低

河南 0.6284 低

云南 0.6227 低

辽宁 0.6208 低

吉林 0.6118 低

贵州 0.5671 低

宁夏 0.5352 低

表6 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分类及其地域分布

类 型 社会治理水平 协调度 省     域 个数(占比)

理想型
较高 高 北京、上海、山东
较高 中 浙江、江苏 5(17.24%)

中间型

较高 低 广东
一般 高 无
一般 中 天津、新疆、海南、湖北、安徽、山西
一般 低 重庆、辽宁、宁夏、内蒙古、陕西、云南
较低 高 无

13(44.83%)

非理想型
较低 中 福建、江西、甘肃、四川、河北、湖南、黑龙江
较低 低 广西、贵州、吉林、河南 11(37.93%)

  从表6可见,2014年省域社会治理水平可划

分理想型、中间型和非理想型三大类,七种不同发

展类型,即社会治理水平较高协调型、社会治理水

平较高亚协调型、社会治理水平较高非协调型、社
会治理水平一般亚协调型、社会治理水平一般非

协调型、社会治理水平较低亚协调型和社会治理

水平较低非协调型。
从地域分布来看,理想型的有京、沪、鲁、浙和

苏5个省域,占总体的17.24%,而非理想型的有

闽、赣、甘、川、冀、湘、黑、桂、贵、吉、豫11个省域,
占总体的近40%,至于中间型,也是以低层次类

型所占比重较大,如社会治理水平一般且协调度

中和低的省域多达12个,占到总体样本的41%。

上述特征大体上形似“头尖底宽”的“葫芦”型特

征。这“葫芦”型的特征反映出我国大部分省域社

会治理不仅整体水平较低,而且其子系统也没有

实现协调均衡发展,表现为我国省域间社会治理

水平差异明显,呈现出“葫芦”型非均衡发展特征。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TOPSIS法,对2014年省域社会治

理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据此对社会治理及其子

系统水平进行了分类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社会治理总体水平较低,且省域、区域

间差异较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不论是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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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协调度分类是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测算的。其中协调度高意为协调性,协调度中意为亚协调性,协调度低意为非协调性。



理指数,还是社会保障治理、社会安全治理、公共

服务治理、社会参与治理四个一级指数,其指数值

较低且不同省域、区域间个体差异较大。这表明,

2014年我国省域不仅衡量社会治理水平的四大

方面 社会保障治理水平、社会安全治理水平、
公共服务治理水平、社会参与治理水平都比较低,
个体差异较大,而且省域社会治理总体水平明显

偏低,且省域间、区域间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差异。
因而,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一定要充分把握社会治

理总体水平较低、省域、区域间差异较大的客观规

律,因地适宜,制定有针对性的,适合不同省域、区
域的具体政策,更好推行精细化社会治理。

第二,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社会治理水平呈现

广口“U”型特征。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治理

指数值呈现出“东部较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的
特征。这反映出2014年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

社会治理呈现较为明显“东部较高、中部较低、西
部次之”的广口“U”型特征。这与我国三大区域

经济发展的“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的阶

梯型特征不完全一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水平,但并不

是决定性因素,社会治理水平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

影响,因而在制定相关政策建议时,不能仅仅只立

足于经济层面的政策建议,应注意多种层面政策建

议的组合制定与实施,从社会治理创新的手段、方
法和技术层面推进精细化社会治理。

第三,省域间社会治理水平呈现“葫芦”型非

均衡发展特征。实证分析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

社会治理水平可以划分理想型、中间型和非理想

型三大类,七种不同发展类型。其中理想型覆盖

的省域比重较小,非理想型覆盖比重较大,介于理

想型和非理想型的中间型以低层次类型所占比重

较大,形似一个“头尖底宽”的“葫芦”。这反映出

2014年我国省域间社会治理不仅整体水平较低,
而且其内部子系统并没有实现协调均衡发展,呈
现出“葫芦”型非均衡发展特征。因而在制定相关

政策时,应根据区域等级划分情况,因地制宜,分
层次、分阶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注重治理的有

效性和有限性,推行精细化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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